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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
约束吗？
———基于 ２５１３ 家县域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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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县级层面，企业获得正规信贷的机会并不相同，而影响获取机会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关系网

络。 探讨政治关系网络对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影响，有利于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因此，
研究利用 ２７ 省（直辖市）２５１３ 个县域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县域创业者的融资模式以及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

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多数的县域创业者仍使用民间借贷这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来获取支撑企业运营的资金，即
县域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的比例低于非正规信贷，但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高于非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

的占比。 二是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创业者更可能获得正规信贷，并且会扩大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比重。 三是创

业者的性别、婚姻状态、政治性身份以及从事产业的类型亦会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的可能性。 基于此，政府应重视

县域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加快推进普惠性正规信贷市场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完善信

用评级体系；完善贷款担保机制；地方政府要适度发挥担保作用；适度推广互联网融资模式。
关键词：县域创业者；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政治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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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创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实施“双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战略来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

意见》。 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强调创业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产

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例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和国家乡村振兴局于 ２０２２ 年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支持农

民工及脱贫人口在本地创业或返乡创业。 众所周知，创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并且资金规模会随着

企业经营时间的持续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 一般来说，创业者通常会通过借贷获取创业

资金并维持企业运营，而融资约束是造成企业无法创立或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１］。
当前，学术界更加关注农村地区创业者融资难的问题。 尽管农户的借贷需求日趋强烈，但由于

农业本身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性，并且农户难以提供高价值的抵押品，因而其在获取信贷资金

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约束。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１６ 年“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

农户在创业过程中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２］。 在被正规信贷市场排斥的情况下，非正规的民间借贷

成为农户被动选择的主要融资渠道［３］，由此形成了正规信贷市场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且非正规

信贷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关于影响农户获取正规信贷资金的因素，研究者除了关注人口学特

征、资源禀赋、宏观环境等因素外［４］，还关注以社会网络为代表的“关系”性要素所发挥的作用。 而

且，在考察社会网络与融资渠道选择关系时，多数的研究是从亲友、宗族等“社会性关系网络”来着

手的［５ － ６］，但对“政治性社会网络”的关注度不够。 事实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网络，政治社会

网络的延伸范围更广，并且对资源的调动能力更强，在信贷市场制度体系相对不完善的社会中，拥
有政治社会网络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７ － ８］。 虽然少数关于正规信贷约束的文献涉及政治社会

资本，但对有关政治社会资本与正规信贷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９ － １２］，而这一问题可能是由于这些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不够充分（如数据只涉及特定或个别的省份）所造成的。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农村创业者的信贷约束问题，尚未有研究客观描述县域创业者的融资模

式。 因此，该群体是否同样面临正规信贷约束问题以及政治关系网络对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

束是否有影响并不清楚。 本文利用清华大学县域治理中心、社会与金融中心联合 ５８ 同镇（５８ 同城

平台的一个项目）在全国 ２７ 个省（直辖市）搜集的县域企业调查数据，比较当前县域创业者使用正

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差异，并考察政治社会网络对正规信贷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正规信贷市场和非正规信贷市场

创业理论特别关注资金充裕性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它是促进生产要素形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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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合”的重要机制［１３］。 在现实中，创业者往往缺少启动资金，从而需要从信贷市场获取资金。
信贷市场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正规信贷市场和非正规信贷市场。 一方面，正规信贷是现代金融体

系的组成部分，借款人获取贷款的前提是向银行、信用社等实体机构提供一定的抵押品，双方的借

贷关系基于法律合同而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非正规信贷主要是指民间借贷，其是社会中广泛应用

的非正规融资模式。 它一般服务于那些财富水平低、资金需求频繁但被正规信贷市场排斥的个人、
家庭或企业。 非正规信贷关系往往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其担保机制灵活多样，借贷门槛相对

较低［１４］。
经济弱势群体在进入正规信贷市场时常常遭遇融资约束问题，并且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

普遍。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创业者能够获得银行贷款，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更是低于 ２０％ ［１５］。 在中国，创业者在正规信贷市场中遭遇的融资难问题在农

村地区比较普遍。 一方面，城乡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而正规金融

市场的发育不足导致正规信贷资金在农村地区处于长期性的稀缺状态［１６］。 另一方面，农户的创业

项目具有资本回报率低、风险大等特点，加上农户的家庭财富水平普遍较低，难以提供高价值的抵

押品，这给正规信贷机构甄别其财务信息造成了困难，从而加大了对农户的正规信贷资格审查与条

件限制。 此外，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

他们辨别和选择正规融资渠道的能力［１７］。
　 　 （二）社会网络与信贷市场

在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创业者往往会将民间借贷作为支撑创业活动的主要资金来

源。 学术界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对创业者获取民间借贷的影响作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含有大

量的资源并且可以被网络成员所调用［１８］ ，它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获得工作信

息、履行契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１９ － ２１］ 。 在融资问题上，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包含了

担保机制和惩罚机制。 一方面，出借人与借款人处于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的关系网络中

时，双方进行重复博弈有助于促进信息在网络内快速流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帮助出借

人准确识别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还款能力，并且能够对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监督［２２］ 。 这样，出借

人允许借款人提供形式多样的抵押品，并且降低对抵押品价值的要求，从而降低了借款人的融

资门槛［２３］ 。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可以使违反契约的借款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下降从而无法继续调

用网络中的资源［１８］ 。 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较为发达，因而非正规融资渠道往往是农民获取创业

资金的首选，且非正规融资的选择者很可能多于正规融资渠道，非正规融资涉及的金额很可能

多于正规融资渠道。 柳建坤等对 ２０１５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创业者使用非

正规融资渠道的比例比使用正规融资渠道的比例高出 １０％ 左右［２４］ 。 郭云南等测算的结果显

示，在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８ 年间，中国农村的民间融资额（向亲戚或朋友的借款）大约是正规融资额

（向银行或农信社的借款）的 ２ 倍［６］ 。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网络对创业者获取外部资金的正向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非正规信贷上，

还体现在正规信贷上，也就是说，正规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向拥有广泛社会网络的创业者提供贷

款。 在进入正规信贷市场的过程中，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广泛，意味着本地社会网络中有越

多的行动者与其存在联系，而这些“关系”可以提高其信用评级或者帮助其寻找物质资产担保

人，从而增加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信用贷款的机会。 盛丹和王永进通过对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

柳建坤，何晓斌：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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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均能有效缓解企业的正规融资约束。 而

且，当资金供求双方存在某种特定“关系”时，经济因素对获取正规信贷资金的影响力显著降

低［２５］ 。 刘兴国等发现，当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中包含了金融机构中的关键人物时，获取正规信贷

资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在金融抑制更加严重的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对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

资金也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６］ 。 张建杰对河南省 ３９７ 户农户的调研发现，如果拥有建立在亲缘与业

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农户获取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更高，且获得的信贷规模更大［２７］ 。 罗荷花等

对湖南省 １２５ 家农户的调研发现，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农户在获取正规融资方面有明显优

势［２８］ 。 甘宇将农户社会资本操作化为人情支出，并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人
情支出越多，农户获得银行贷款的金额越大［２９］ 。
　 　 （三）政治社会网络与信贷资源获取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的类型具有多样性。 事实上，考察社会网络对正规信贷影响的文献大

多将社会网络理解为“社会性关系网络”，这是一种通过熟人间的日常交往所建立的关系网络。 然

而，其他形式的社会网络也对创业活动发挥重要影响。 例如，郭红东和丁高洁提出了“市场性关系

网络”概念，认为它是“基于单纯的商业交易原则，通过谈判对双方的利益、责任和风险进行清晰的

界定，并通过长期的市场买卖关系而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发现它与“社会性关系网络”
都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３０］。

本文关注政治性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获取的影响。 在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

作用，它不仅掌握对关键性资源（如土地、矿产、信贷、进出口配额）的再分配权力，而且通过控制行

业准入门槛、项目审批、财政补贴、税收豁免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３１］。 在这种

强约束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并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３２］。 对于企业

经营者而言，拥有政治关系网络不仅使其可以获得市场渠道以外的信息，而且能够增强其合法性和

社会声誉。 因此，这一类的企业经营者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诸多稀缺资源，其中就包括信贷资

金［３３］。 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不足的农村创业者而言，政治关系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表明，
政治关系网络的分布不均会造成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７］，例如，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农户能够从

土地流转中获得更多收益［８］。 正规信贷在农村地区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此前的研究对于政治关

系网络是否发挥影响存在较大分歧。 甘涛在对安徽和河南两省农户的调研中发现，干部身份显著

正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借贷，而不影响其非正规金融借贷［９］。 王海涛等对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的

分析发现，社会性关系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借贷需求的满足度具有显著影响，而政治性关系网络则

显著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的满足度［１０］。 但梁爽等对云南、湖南、黑龙江三省 １９５１ 个农户的调研

发现，家庭成员中有党员和村干部并不会对其获取正规信贷产生影响［１１］。 刘荣茂和陈丹临对江苏

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则发现，干部身份仅对农户获取非正规信贷有正向影响，对其获取正规借贷

的影响不明显［１２］。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社会网络与正规信贷约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但仍有两点不足：第一，上述文献所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创业者，尚未将县域创业者纳

入到分析范围内，因此，我们对该群体的信贷获得渠道选择缺乏全面了解。 第二，虽然一些文献考

察了政治关系网络对农村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资金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

数据本身的不足所造成的，相关的实证文献所使用的数据仅来自于对单个或两三个省份的问卷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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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由此获得的样本不仅规模较小，而且缺乏代表性，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充分。 因此，政治关

系网络与正规信贷是否存在关联仍需要在更大的调查范围与调查样本上进行验证。 因此，本文利

用清华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联合 ５８ 同城集团的 ５８ 同镇项目在全国范围

搜集的县域创业者信贷获取数据，对当前县域创业者的信贷获取渠道选择进行客观描述，并考察政

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联合 ５８ 同城集团的

５８ 同镇项目在全国范围对县域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 数据搜集方式为：向 ５８ 同镇分布在全国 １． ７

万个镇长（合伙人）随机发放问卷，再由镇长在当地随机选取设厂的县域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填答。

受疫情的影响，本次调查完全以线上调查的方式进行。 调查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至 ５ 月 ２９ 日

结束，共回收有效问卷 ２５６５ 份，样本覆盖中国 ２７ 个省（含直辖市、自治区）。① ∗

问卷内容分为企业负

责人基本信息、企业基本信息、疫情期间企业经营状况三个模块。 其中，第二个模块同时询问了创

业者使用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的相关情况，从而可以通过数据全面反映县域创业者的融资模式。

本研究将创业者年龄限定在 １８ 岁以上，在剔除含有异常值和缺失值的变量数据后，并且将创业者

年龄限定在 １８ 岁以上，最终保留 ２５１３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操作化

１． 因变量

本次调查向县域创业者询问了企业是否有银行贷款、民间贷款以及两种贷款的比例情况，据此

设置了四个因变量，分别是获得正规信贷、获得非正规信贷、正规信贷占比和非正规信贷占比。 首

先，通过在问卷中设置“自准备开始创业起，您是否从银行、信用社获得过贷款？”和“自准备开始创

业起，您是否从亲朋好友、民间金融组织等非银行融资渠道获得过民间借款？”这两个问题构建了

“获得正规信贷”和“获得非正规信贷”两个虚拟变量（０ ＝ 无，１ ＝ 有）。 其次，根据问卷中“在当前，

您企业的全部负债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和民间借款分别占百分之几？”的问题构建了“正规信贷占

比”和“非正规信贷占比”两个连续型变量。

２．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政治关系网络。 此前的研究常常使用个体的政治身份来测量其政治关系网

络，比如党员、干部以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１１］［２９］［３３］。 但社会网络具有共享性，即网络中的成

员可以利用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这在家庭网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１８］。 研究表明，政治关系网络

也可以在家庭内部进行共享，即当有家庭成员拥有政治身份时，其他成员也可以分享这一身份带来

的政治资源并将其转换为资源优势［３４］。 参考既有文献的做法［８］，并结合数据特点，本文以创业者

的家庭成员是否有干部来识别其是否嵌入政治关系网络。 该变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题项是“在您的

企业的所在地（乡镇 ／县 ／市），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担任干部？”② ∗∗

，答案编码方式为：１ ＝ 有，０ ＝

柳建坤，何晓斌：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束吗？

∗

∗∗

①调查覆盖的省份（直辖市）包括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广东、湖南、江苏、湖北、辽宁、甘肃、吉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云南、浙
江、江西、广西、宁夏、北京、重庆、青海、天津、贵州、上海、海南。
②本次调查对“干部”的定义是：在政府机关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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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３．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３５］，本文首先将可能影响正规信贷的个体因素纳入到统计模型中，包括性别、年

龄、婚姻状态、户籍性质、受教育年限。 本文还考虑了组织维度的变量可能会对正规信贷产生影响，

这些变量包括企业经营形式（０ ＝非家庭经营，１ ＝家庭经营）、企业规模、企业上年度盈利状况（０ ＝

亏损，１ ＝持平或盈利）、企业从事行业类型（０ ＝第二产业，１ ＝第三产业）。 为控制地区异质性对获

取正规信贷的影响，本文将“企业所在地区”纳入到模型中。 表 １ 展示了上述变量的操作化说明，

包括在问卷中对应的测量指标以及编码方式。

表 １　 变量操作化与指标说明

变量名称 测量指标与编码方式

获得正规信贷 有银行、信用社借款赋值为 １，无银行、信用社借款赋值为 ０。
获得非正规信贷 有民间借款赋值为 １，无民间借款赋值为 ０。
正规信贷占比 银行、信用社借款除以企业总负债额（单位：％ ）。
非正规信贷占比 民间借款额除以企业总负债额（单位：％ ）。
政治关系网络 家庭成员有干部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创业者年龄 填写问卷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创业者性别 ０ ＝女性，１ ＝男性。
婚姻状态 ０ ＝无配偶（未婚、离异 ／丧偶），１ ＝有配偶（已婚无小孩、已婚有小孩）。
户籍性质 ０ ＝农业，１ ＝非农业。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型变量，它是由教育程度转换而来，编码方式为：０ ＝ 未上过学，６ ＝ 小

学，９ ＝初中，１２ ＝高中 ／中专 ／中技 ／职高，１５ ＝大专，１６ ＝本科，１９ ＝研究生及以上。
风险承担能力 １ ＝很弱，２ ＝比较弱，３ ＝一般，４ ＝比较强，５ ＝非常强。
企业经营形式 ０ ＝非家庭经营（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１ ＝家庭经营。
企业规模 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并在统计模型中纳入其自然对数形式。
企业财务状况 ０ ＝亏损，１ ＝持平或盈利。

行业类型

针对企业当前从事的行业类型这一问题，本次调查提供了 １８ 个选项，并将其归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分别赋值为 ０ 和 １。 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

地区 ０ ＝东部，１ ＝中部和西部。

　 　 （三）分析策略与模型设定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首先报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并对县域企业的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

情况进行比较。 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考察政治关系网络对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在企

业负债占比的影响。 由于测量正规信贷的两个变量分别是虚拟变量和连续型变量，因而可以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分别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Ｎ＿Ｃｈａｎｅｌｉ ＝ α１ ＋ β１∗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ｉ ＋ δ１Ｘｉ ＋ μｉ 　 （１）
Ｎ＿Ｒａｔｉｏｉ ＝ α２ ＋ β２∗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ｉ ＋ δ２Ｘｉ ＋ μｉ 　 （２）

在以上两式中，Ｎ＿Ｃｈａｎｅｌｉ 表示创业者 ｉ 是否获得正规信贷，Ｎ＿Ｒａｔｉｏｉ 表示正规信贷在创业者 ｉ
的全部贷款中的占比。 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ｉ 表示创业者是否嵌入政治关系网络。 Ｘｉ 表示一组来自创业者个

体、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μｉ 是随机扰动项。 β 是我们最关心的系数，如果 β ＞ ０，表示政治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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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对县域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具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 ２５１３ 家县域企业中，自创业开始有银行贷款的企业的

比例为 ３２％ ，有民间贷款的比例为 ３６％ 。 在企业负债中，银行贷款的平均占比为 １６． ７７％ ，而民间

贷款的平均占比为 １３． ６５％ 。 由此可知，在当前的县域创业活动中，多数的创业者仍使用民间借贷

这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来获取企业运营的资金，但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要小于正规的融资渠道。

从表 ２ 可以发现，有 ２２％的县域创业者的家庭成员具有干部身份，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创业

者拥有政治关系网络。 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的占比分别为 ７１％ 和 ２９％ 。 县域创业者的平均

年龄为 ３５ 岁，说明县域创业精华具有年轻化特点。 创业者有配偶的占 ８１％ ，无配偶的占 ２１％ 。 拥

有非农业户口的创业者占全部县域创业者的 ３１％ ，农业户口的创业者占 ６９％ 。 创业者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为 １３ 年，说明多数的县域创业者至少拥有高中学历。

从表 ２ 可以发现，６６％的县域企业采取了家庭经营形式，３４％ 的采取了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形式。 接受调查的县域企业的员工数量平均为 ４ 人，说明县域企业以小

微企业为主。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有 ８１％的县域企业经营处于持平或盈利的状态，仅有 １９％的企业处

于亏损状态。 县域企业全部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１３％和 ８７％ 。 位于中部

和西部地区的县域企业在受访企业中的占比为 ５７％ ，位于东部地区的县域企业的占比为 ４３％ 。

表 ２　 企业创业者和企业的基本信息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正规信贷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非正规信贷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正规信贷占比（％ ） １６． ７７ ２８． ４７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５１０
非正规信贷占比（％ ） １３． ６５ ２５． ３４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８
政治关系网络（１ ＝有）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性别（１ ＝男） ０． ７１ ０． ４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年龄 ３５． ０２ ７． ８１ １８． ００ ６２． ００ ２５１３
婚姻状态（１ ＝有配偶） ０． ８１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户籍性质（１ ＝非农户口） ０． ３１ ０． ４６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受教育年限 １２． ６７ ２． ７０ 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５１３
企业经营形式（１ ＝家庭经营） ０． ６６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企业规模 ３． ９８ ２３． ３３ 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２５１３
企业盈利状况（１ ＝持平或盈利） ０． ８１ ０． ３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行业类型（１ ＝第三产业） ０． ８７ ０． ３４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企业所在地区（１ ＝中部和西部） ０． ５７ ０． ４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５１３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政治关系网络对获得正规信贷的影响。 为方便解释，表中列

出的数值为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模型 １ 只纳入了政治关系网络变量，其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１７（系
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政治关系网络使县域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平均提高了

１１． ７％ 。 模型 ２ 到模型 ４ 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政治关系网络变

柳建坤，何晓斌：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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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模型中的系数值分别为 ０． １１３ 和 ０． １０５，且仍在 １％ 水平上显著，说明政治关系网络仍有助于

提高县域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
我们以模型 ４ 为基准对控制变量的系数进行解释。 性别变量的系数为 ０． ０４４，且在 ５％水平上

显著，这说明男性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 ４％ 。 婚姻状态与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 ＜ ０． ０５），这说明有配偶的创业者更可能通过正规信贷渠道获得资金。
行业类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从事第三产业的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低于从事第

二产业的创业者。

表 ３　 政治关系网络对获得正规信贷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政治关系网络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２３７）

　 　 性别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年龄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婚姻状态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户籍性质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企业经营形式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盈利状况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行业类型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地区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注：（１）表中的结果是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２）∗、∗∗、∗∗∗、分别表示系数估计结果在 １０％ 、５％ 、１％ 的

置信水平显著，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下同。

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能够反映其对企业的重要性。 表 ４ 报告了使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估计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占比的影响，建模策略与表 ３ 保持一致。 在模型 １ 中，政
治关系网络的回归系数为 ４． ０４６，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拥有政治关系网络使正规信贷在企业

负债中的占比提升了 ４％ 。 模型 ２ 到模型 ４ 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和地区虚拟

变量，政治关系网络变量在模型中的系数值分别为 ３． ４７５、３． ４１７ 和 ３． ３７５，且仍在 ５％ 水平上显

著，说明政治关系网络将增加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大约为 ３％ ）。 因此，政治关系网

络不仅会影响县域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而且会影响企业负债结构，即提高正规信贷

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2023年第6期(总第245期)2023年第6期(总第245期)

１０２　　

表 ４　 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占比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政治关系网络
４． ０４６∗∗∗ ３． ４７５∗∗ ３． ４１７∗∗ ３． ３７５∗∗

（１． ３６５） （１． ３９２） （１． ４００） （１． ３９８）

　 　 性别
４． ０４５∗∗∗ ３． ８０８∗∗∗ ３． ６１５∗∗∗

（１． ２５８） （１． ２６３） （１． ２６４）

　 　 年龄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婚姻状态
０． ８９５ １． ２９７ １． ５３２

（１． ５５１）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４）

　 　 户籍性质
０． ４３６ ０． ２９３ ０． ２６０

（１． ３４３） （１． ３４３） （１． ３４２）

　 　 受教育年限
０． ４３９∗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１
（０． ２３０） （０． ２３４） （０． ２３４）

　 　 企业经营形式
－ ３． ４８４∗∗∗ － ３． ４１０∗∗∗

（１． ２３８） （１． ２３７）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企业盈利状况
－ ３． １６３∗∗ － ３． ００４∗∗

（１． ４４８） （１． ４４８）

　 　 行业类型
－ ０． １８３ － ０． ２７１
（１． ７１８） （１． ７１６）

　 　 地区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５． ８７２∗∗∗ ６． ２８６ １２． １２１∗∗∗ １０． ０８７∗∗

（０． ６４３） （４． １８２） （４． ６２１） （４． ６８９）
　 　 样本量 ２５１１ ２５１１ ２５１１ ２５１１
　 　 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３

　 　 （三）稳健性检验

１． 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县域创业者的政治关系网络与正规信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二者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需要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才能判定。 样本选择偏差（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是内生性

问题的来源之一，它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创业者是否拥有政治关系网络，这一决策过程并不是随机

的，而是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如果直接比较“有政治关系网络组”（实验组）和“无政治

关系网络组”（对照组）在获得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占比上的差异，所估计的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以下简称 ＰＳＭ）来处理这一问题。 ＰＳＭ

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由多个控制变量估计出来的倾向值，来构造一个与实验组在诸多方面类似的对

照组，从而达到两组可比的效果［３６］。 在此前的研究中，ＰＳＭ 也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纠正 ＯＬＳ 估计偏

误的方法［３７］。 ＰＳＭ 的操作步骤如下：（１）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县域创业者进入实验组的概率，即倾

向值；（２）将倾向值在同一范围内的创业者进行匹配，并根据自变量将其归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为

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三种匹配方法，分别是最近邻匹配（１：１ 配比）、半径匹配（半
径为 ０． ０１）和核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和带宽）；（３）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即对于拥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创业者而言，其在没有政治关系网络

下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正规信贷占比是否存在差异。
在计算 ＡＴＴ 之前，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其目的是观察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协变量是否

柳建坤，何晓斌：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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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 表 ５ 的结果显示，在进行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之间的偏差大幅度缩小，并
且协变量都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这样就基本达到了组间协变量的平衡性要求。 表 ６ 报告了采用三

种匹配方法计算的 ＡＴＴ 结果。 可以看到，Ｐａｎｅｌ Ａ 和 Ｐａｎｅｌ Ｂ 中的 ＡＴＴ 在绝大多数的模型中的取值

都大于 ０，且都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在各方面基本相似的情况下，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县域创业者

更可能获得正规信贷，并且会扩大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比例。 因此，在处理了样本选择偏差

后，基准回归结果仍是稳健的，即政治关系网络对县域创业者使用正规信贷具有正向影响。

表 ５　 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名称 匹配状态 实验组 对照组 标准偏误（％ ） ｔ 值 Ｐ ＞ ｜ ｔ ｜

性别
匹配前 ０． ７０ ０． ７１ － ２． １ － ０． ４４ ０． ６６
匹配后 ０． ７０ ０． ６８ ５． １ ０． ８４ ０． ４０

年龄
匹配前 ３５． １４ ３４． ９８ ２ ０． ４２ ０． ６８
匹配后 ３５． １７ ３５． ６７ － ６． ３ － １． ０５ ０． ２９

婚姻状态
匹配前 ０． ８０ ０． ８１ － １． ３ － ０． ２６ ０． ７９
匹配后 ０． ８０ ０． ８３ － ５． ９ － １ ０． ３２

户籍性质
匹配前 ０． ４１ ０． ２８ ２９． ２ ６． ２６ ０． ００
匹配后 ０． ４１ ０． ４０ １． ９ ０． ３ ０． ７６

受教育年限
匹配前 １３． ６５ １２． ３９ ４８ ９． ８８ ０． ００
匹配后 １３． ６４ １３． ５８ ２． ３ ０． ４ ０． ６９

企业经营形式
匹配前 ０． ５６ ０． ６９ － ２５． ２ － ５． ３５ ０． ００
匹配后 ０． ５６ ０． ５９ － ５． ６ － ０． ９１ ０． ３６

企业规模
匹配前 ７． ４８ ２． ９８ １３． ７ ４． ０２ ０． ００
匹配后 ５． ７０ ６． ７２ － ３． １ － ０． ８ ０． ４２

企业盈利状况
匹配前 ０． ８７ ０． ７９ １９． ８ ３． ９３ ０． ００
匹配后 ０． ８７ ０． ８８ － ３． ４ － ０． ６３ ０． ５３

行业类型
匹配前 ０． ８７ ０． ８７ － １． ７ － ０． ３７ ０． ７２
匹配后 ０． ８７ ０． ８８ － ２． ７ － ０． ４５ ０． ６６

地区
匹配前 ０． ５９ ０． ５７ ２． ８ ０． ５８ ０． ５６
匹配后 ０． ５９ ０． ６０ － ３． ３ － ０． ５５ ０． ５８

表 ６　 倾向值匹配结果（ＡＴＴ）

Ｐａｎｅｌ Ａ 因变量：获得正规信贷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值

最近邻匹配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３ ３． ２２
半径匹配 ０． １０５∗∗∗ ． ０２５ ４． ２６
核匹配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４ ４． ３５

Ｐａｎｅｌ Ｂ 因变量：正规信贷占比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值

最近邻匹配 ３． ５７０∗ ２． ０４２ １． ７５
半径匹配 ３． ００９∗∗ １． ５１１ １． ９９
核匹配 ３． １３１∗∗ １． ４８４ ２． １１

　 　 注：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户籍性质、受教育年限、企业经营形式、企业规模、企业盈利状况、行业

类型和地区，下同。

２． 替换自变量

此前的研究使用农村创业者的政治面貌来测量其拥有的政治关系网络［２８］。 本次调查不仅向

县域创业者询问了其家庭成员担任干部的情况，也询问了其当前的政治面貌，其答案的赋值方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2023年第6期(总第245期)2023年第6期(总第245期)

１０４　　

为：０ ＝非党员，１ ＝党员。 从表 ７ 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到，政治面貌变量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的系数

分别为 ０． ０４８ 和 ３． ３３９，且都在统计上显著。 这表明在县域范围内，相比于非党员创业者，党员创

业者更可能获得正规信贷，并且会扩大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 这一发现与前文分析得到

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 ７　 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的影响（替换自变量）

因变量：获得正规信贷 因变量：正规信贷占比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政治面貌 ０． ０４８∗ ３． ３３９∗∗

（０． ０２８） （１． ６６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５ —

Ｒ２ — ０． ０１７

３． 剔除特殊样本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是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份搜集的，此时正处于新冠疫情攻坚战的关键阶段，
而全国各地的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不过，由于湖北省是此次新冠疫情的中心，当
地企业因疫情而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大，这可能会使创业者在接受在线调查时的心理状态与其他地

区的创业者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数据资料的质量，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为此，我们剔

除了湖北省的县域企业样本，并且在对剩余的 ２３９６ 个企业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见表 ８），所得结

论与前文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即政治关系网络对县域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和扩大正规信贷在企业

负债中的占比具有正向影响。

表 ８　 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的影响（剔除湖北省企业样本）

因变量：获得正规信贷 因变量：正规信贷占比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政治关系网络 ０． ０５１∗ ４． ０４９∗∗

（０． ０２８） （１． ６８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３９６ ２３９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８ —

Ｒ２ — ０． ０２０

　 　 注：模型 １ 中的结果是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规模庞大的县域创业者群体，利用具有全国性与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考

察了政治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的影响。 通过对 ２７ 省（直辖市）２５１３ 个县域创业者的调查数据进行

分析，获得了两个研究发现：（１）县域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的比例低于非正规信贷，但正规信贷在

企业负债中的占比高于非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２）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创业者更可能获

得正规信贷，并且会扩大正规信贷在企业负债中的比重。 这一结论在处理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进

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柳建坤，何晓斌：政治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县域创业者的正规信贷约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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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结果可知，县域创业者对正规信贷的依赖程度要高于非正规信贷。 但是，县域创业者获

得正规信贷的机会是不均等的，而政治关系网络是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之一。 结成政治关系网

络主要有两个基础：一是个体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二是拥有范围广泛且资源充裕的人际

关系网络。 在正规信贷市场中，这两项基础性优势可以转换为信用保障、担保保障和信息保障。 首

先，拥有政治关系网络的个体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望，受人信任和尊重，而这种声望本身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抵押品［３８］。 其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更容易地获得他人的担保。 不仅如

此，关系网络的范围越大，越有可能接触到正规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进而可以深入了解贷款流

程，甚至获得内部信息，从而节约贷款成本。 因此，拥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县域创业者可以获得优势

并将其运用到正规信贷市场中，从而在获得正规信贷方面与不具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县域创业者存

在差异。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应高度重视县域创业者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问题，加快推进普惠性正规

信贷市场建设。 这一措施的关键在于创新借贷机制，提高正规借贷资金供给与县域创业者借贷需

求的匹配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具体的建议如下：第一，加大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强化制度导

向，完善规章制度，减少非制度因素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干扰；第二，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结合县域创

业者的实际情况调整信用评估指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贷款额度和降低抵押品的价值要求；
第三，完善贷款担保机制，鼓励建立县域居民互保联保机制，但需要严格控制担保网络的规模和贷

款额度，避免出现非法集资问题；第四，地方政府要适度发挥担保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

同组建担保基金，对冲金融机构面临的贷款违约风险，增强信贷供给的信心；第五，适度推广互联网

融资模式，这既可以拓宽信贷资金来源，又可以推动不同金融主体进行竞争，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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